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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

王振寰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討論台灣的兩次重大政治轉型，一次是 1972年以後蔣經國大量

啟用台籍人士進入政治權力核心，另一次是 1986年以後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自由

化。由於這兩次轉型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因此本文要問:為

什麼台灣的國氏黨政府會有這兩次的政治轉型，而且一次是台灣化，另一次是自

由化?此外，由於 197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逐漸成型，且在政治

上給予國民黨政府相當的壓力，因此本文也要探討反對運動對政治轉型發生什麼

樣的作用。

本文將指出，國民黨政府的轉型主妥是由於其正當性基礎發生危機，因此企

圖向社會尋求更多的支持。換言之，由於 1950到 1970年，國氏黨政府在國際與

國內強烈的依賴美國的支持，當國民黨政府在 1970年左右失去美方的支持，國氏

黨政府使轉向台灣社會尋求更大的擁護。所以這次的轉型是由外而內的正當化轉

型。 1972年以後，國氏黨政府向社會尋求支持，而更加的結合了台灣社會的政治

與經濟精英。特別是 1977年以後，由於黨外的群采運動 (popular movement)興起

及其對國氏黨政府權威的挑戰，使後者美加議化與精英的關係，以正當化和合理

化對其反對運動的鎮壓。然而這一個退縮正當化並未受到資本家的全然支持。 1980

年代初期投資率的下降，加上政權的繼承危機和民間社會的挑戰，造成了退縮正

當化的困境。由於國民黨政府面臨退縮正當化的聯盟(coalit ion)危機，加上氏間社

會的挑戰，使國民黨政府企圖透過吸納非精英群體進入政治體制之內，使街突制

度化。這個做法使國民黨朝向自由化的轉型，也是它開始企圖由上而下正當化其

統治。但由上而下的正當化必然會引起精英與既得利益群體的抗拒，而使得國民

黨政府無法制度化其正當化措施。本文將尋此時間與邏輯的順序討論國民黨的轉

型，並在最後指出，雖然反對運動不是造成國氏黨政府轉型的“唯一"原因，但

它卻是使政治自由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感謝兩位評審對本文提出寶貴的意見與批評，當然疏漏與錯誤之處仍應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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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的提出

1986 年9 月28 日 ， 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 (或泛稱為黨外/\士)

集結於台北，成立了民主進步黨，成為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的第一個

真正的反對黨@。同年 10月，蔣經國總統在接受美國〈華盛頓垂時帥

的訪問中，有條件的承認其法定地位，並旦宣佈將於次年(1987 )解

除遷台以來頒布的戒嚴令，以及制定新的人民團體法以承認不同政治

團體(或政黨)存在的權利。同年年底的全國性大選中，民主進步黨

第一次以反對黨的型態出現，其候選人共得了 22%的選票，其中多位

候選人並在各自的選區中，成為最高票的當選人。在 1987與 1988年

兩年中，國民黨不只容忍了民主進步黨的存在，也容忍了其他政黨(如

工黨)的成立，並逐步放寬對社會的控制。換言之，國民黨政府這個

具霸權的政體(hegemonic regime)f)開始逐漸自 由化一一即 “開始

給予以及保護個人或社會團體的一些權利，以免於被國家(state)或其

他黨派隨意而不合法之約制的過程"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 7)一一並將反對勢力收編入政治體系的運作之中 。

從國民黨政府 1949年遷台以來，除了 1986年的這次轉型之外，

還有一次類似但性質不同的政治轉型(即，統治者改變其對社會的統

治方式而言)。那就是在 1972年以後，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之後，國

民黨政府開始大量吸收台籍人士進入權力核心，而開啟國民黨政府之

“台灣化"與“本土化"的歷史轉變過程(詳見後文) ，但與 1986年

。名義上，國氏黨政府遷台以來，仍容許了兩個反對黨的存在。一個是青年黨，另一個

別是民主社會黨。但這兩個名義土的反對黨只是國氏黨政府用來裝飾的政黨。因為這

兩個政黨是隨國民黨遙移來台的，他們在台灣沒有什麼基礎，在選舉上亦沒什表現(見

Tal，1970) 。 史有趣的是 ， 因為這兩個政黨缺乏本地社會資源 ， 國 民黨每年撥付巨 額的

“反共宣傳費"給這兩個政黨，以維持其存在。因此，這兩個政黨並非定義上的反對

黨。

@依 Dah l 約定義 ， 一個具霸權的政體為 “一個政府 ， 它只對某一個人 (或一個小而完全

聚合的少教派)的喜好作政治上的反應，而忽略或不顧其他人的喜好" (1972 : 118) 。

因氏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型態，完全符合 Dahl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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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1972 年以後的轉變主要是政體本身多吸納了台籍精英進入政治

運作中，它本身與社會的關係並未改變，換句話說，這次的政治轉型

是台灣化而非自由化。以 T. H. Marshall (1968)8的說法 ， 國民黨政

府在 1972年的轉型不像1986年的轉型那樣的給予人民較大的人民

(civil)與政治的公民權(citizenship)一一即人身的基本自 由與政治的

參與權利一一而只是政體本身調節其內部的運作而已!

為什麼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會有政治轉型?為什麼在1972年有政

治轉型而沒有自由化，而在1986年以後卸朝向自由化轉變?是什麼歷

史與結構的原因造成了這兩次不同的轉型?

假如我們把這兩次的轉型作一租淺的比較，則一個最大的不同

是: 1986 年的轉型中 ， 反對運動被吸納到政治體系裡 ， 成為政治運作

的一環。而在1972年以前，正如下文會論及，台灣並沒有類似的政治

反對運動。因此，是不是由於政治反對運動的關係造成了這兩次轉型

走向不同的方向?

簡言之，本文要探討的是兩個問題:第一，什麼因素造成了國民

黨政府的政治轉型?第二，反對運動在這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扮演了

什麼角色?其重要性為何? O

在目前有關臺灣政治轉型的文獻裡，甚少有作品將這二次轉型作

8 T. H. Marshall 指 出 ， 西方政治發展與公民榷的獲取有密切關 係 ， 而且由於公民榷的

獲取，工人階級的反體制力量因此大大的被消蝕摔。 Marshall認為公民榷的獲取有三

階段:人氏(civil)政治與社會的公氏權:人民的公氏權出跪在十八世紀，它包括一切

人身的基本自由一一言論、逐徒、出版、結社等。政治的公氏權大約出現在十九世紀，

指參與進來與被選舉的權利，參與到政治權威逆作的權利等。而社會的公民權出混在

二十世紀，指經濟安全與福利的權利，以及共亭社會共有的生活水準與傳承，即指福

利國家與社會民主制。依 Marshall的說法，台灣在 1986年的政治轉型是在大大的擴張

人氏與政治的公氏權，而社會公氏權則仍未形成。

。對於政治反對逕動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的問題，很少學者給予正視(參

見 G . O'Donnell , et ai , 1986) 。 大部份學者的興趣是在找尋政治轉型的原 因 ， 而其中

政治運動可能只是一個重妥的原因之一。而與以上的企圖不同，本文企圖透過 1972與

1986 兩次轉型的比較 ， 突顯 出 政治反對運動的 角 色 ， 是政治朝 向 自 由化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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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的區分與研究，大部份的作品都將臺灣政治的轉型視為一長期發

展的結果。例如， Tien (1989) , Copper and Chen (1984) 等政治發

展理論學者，將臺灣政治的轉型視為臺灣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果。因為

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台灣社會階級的變化，大量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出

現，有利民主政治的開展。這一觀點關注長期變化，因此並不仔細區

分 1972年與 1 986年轉型的不同。對他們而言，假如這二次轉型有所

不同，那大概也是因為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使然。

男外，政治學者Winckler (1984' 1989) 採相同的長期性的觀點，

但不同於以上的發展理論學者， Winckler 較從制度層面來解析國民

黨政府民主化的困難性。他認為，國民黨政府是逐漸的改變，但只是

從硬性的威權主義改變到軟性的威權主義而已。因為國民黨政府所具

有的列寧式的黨國體制，不易使體制民主化。至於為什麼會造成如此

的轉變， Winckler 同意發展理論學者的看法一一因為長期經濟發展

的結果，造成參與要求的增加，所以政治上必須面對以及給予某種程

度的制度化 (1984 ' 1989) 0 Winckler 認為從1972 年至1988 年以來

的國民黨政府的改變，仍是在朝更軟性的威權主義體制方向轉變，他

不關注這二次轉變有何本質上的差別，也不關注其對臺灣社會的意義

有何不同 o

最後，周陽山與 Nathan (1987) 則關心1986 年前後臺灣的政治

自由化與民主化。他們的觀點與前面兩種類似，仍把臺灣政治的轉型

視為長期經濟發展的結果。不過，與前二者不同的是，周陽山與 Nath

an 特別強調蔣經國從1972 年以來所扮演的角色 ， 而認為蔣經國的操

縱與策略，是影響臺灣走向民主化的最主要因素。@

以上的這些觀點，強調臺灣政治轉型的長期發展，而且也各自指

出了影響政治轉變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們的看法當然有些道理。但是

@周陽山與 Nathan 的解釋 ， 當然解釋 了部份的真實情況 。 ~r rb於蔣經國在 1986 年仍是

國民黨的政治教人，所以其決策具決定性。但這樣的解釋過份誇大個人的歷史角色，

而忽略了歷史過程中結構對個人的影響力。而本文則是以結構的角度看政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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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1972 年和 1986 年的轉型只視為一長期轉變中的不同的點 ， 忽略

了這二次轉變所隱涵的結構性因果關係，以及這兩次的轉變可能代表

不同歷史時間裡的結構和特性，甚至還忽略了從 1972年到 1986年之

間的轉型過程並不是一個順勢演化的過程的事實，因為在 1979年臺灣

的政治並不是朝向更民主，而是更威權@。而與以上的觀點不同，本

文將指出國民黨政府 1972年和 1986年的政治轉型有它歷史不同時間

和結構的限制，所以其政治轉變的型態也有所不同。而這一不同，是

根源於國民黨政府在不同時期之不同的權力基礎及危機，而欲重整其

社會根基的方式上。這一權力基礎及其重整，本文稱之為“正當性的

基礎，'，以下先對此概念作一解析。

2.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

所謂政權的正當性主要是指一政權與社會的關係而言。正當性所

指為何，大體有三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看法認為，正當性是人民對

政權的認同與支持而言 (Weber， 1968; Lipset, 1963) 。 如韋伯

(Weber)說的 ， “每一種真正的支配型式 ， 都隱涵了最低程度的志願性

的認同" (1968 : 212) 。 即每一個政權 ， 在某些程度上都受到社會某些

人的支持。但對統治者而言，社會愈支持其政權，也就愈代表它受歡

迎。因此，為了其政權的穩固，“每一個支配系統都會嘗試去教化(culti 

vate)人民對正當性的信仰 ， 以合理化其統治" (Weber, 1968 : 213) 。

簡言之，正如 Lipset所言，正當性“包含此一政治系統製造和維持一

種信仰的能力，這種信仰相信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最符合現存社會的"

(1963 : 64) 。

這一個志願性(voluntary)的正當性概念，同時隱洒了兩個意義。

@政治發展理論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在 1979年對政治反對人士採取鎮壓的手

段。它只假設了政治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函數，但缺乏歷史的內容。政治發展理論的

這一個假設，已被 O'Donnel I( 1 973)否證。 O'Donnel1在研究 196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軍

事威權政體的喊起時發現，那些喊起的政權都發生在經濟比較發展的社會，而不是較

落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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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指涉了人民的支持是政權是否正當(或穩定)的基本條件三。

換言之，只要大部的人民不支持某一政權，那麼那一政權必然不穩定，

也必然會被推翻。反過來說，只要某一政權是穩定的，則它必然也是

受人民支持的，是受人民歡迎的。但這一想法在經驗(empirical)上是

站不住腳的。因為歷史經驗已告訴我們，很多不受歡迎的政權，十分

的穩定(例如，智利現今的軍事政權，以及南非的白人政權) ，而很多

受人民支持與歡迎的政權，卸一下就倒台(例如，智利的 Allende政

權， 1970咽1973) 。這些例子顯示 ，這一角度的正當性概念不能處理歷史

事實。相反的，它去日常成為政權合理化其統治的藉口一一因為社會秩

序是穩定的，所以它是受人民歡迎與支持的(見 Tilly， 1985: 171 ;

Przeworski , 1986) 。 雖然這一志願性的正當性看法無法處理史實 ， 但

它卸指出了男一個實存的事實。即，第二，統治者會嘗試去教化與培

育人民對其政權的支持。統治者當然希望其政權受到愈多的支持愈

好。但到底多大的程度是必須的，則不是這一志願性的觀點能回答的。

第二種對正當性的看法來自新馬克斯主義學者，如 O'Connor

(1973) , Offe(1984) , Habermas(1975)等 。 他們指出 ， 社會大罵(尤其

是工人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國家(Capitalist State)的忠誠是維繫資本

主義順暢運作的基本條件。因為只有使工人階級能安於其位和接受體

制，並將衝突規約在經濟層面而不致昇高到政治層面，資本主義的生

產方式才能繼續的運行下去。正如 O'Connor說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

執行兩個必要而又衝突的功能:資本積累與正當化(legitimation)。它

一方面要維繫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及創造資本積累的有利條

件;另方面也要維持社會和諧，使工人安於其位和份內的工作。因此，

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只為了積累照顧資產階級而忽略了廣大的勞工階

級。一且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做，則它會失去工人階級的支持與忠誠

(1973 : 6) 。 與O'Connor 額似 ， Wolfe 指出 ， 福利國家的興起 ， 就是

為了解決工人可能不再忠誠的正當|生危機(1 977 : 43) 。因為福利政策 ，

是以國家之力來解決傳統上個人必須自己解決的問題。例如，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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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失業救濟等。工人階級因此不必再為這些問題擔憂。而這些問題

的解決，也保住了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忠誠。

新馬克斯主義學者對正當性的看法，是從功能的角度出發。他們

指出了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中的必要條件，但這部未必是指事實的存

在。換言之，假如某一資本主義國家採的是威權政體，則積累仍能暢

順，但它甜可能失去正當性。在此情況下，新馬克斯主義學者可能會

指出，由於此一政權失去正當性，因此可能會失去工人階級的忠誠，

而導致社會的不安，最後會導致政權的轉變或倒台。從此一角度而言，

新馬克斯主義學者的觀點與前一個較志願性的正當|生看法相差無幾。

二者都強調大眾的忠誠是政權穩定的必要條件。而統治者在某種程度

上也會追求社會對其政權的支持(即正當化)。但同樣的，二者都未細

究到底正當性對一政權的存在的必要程度有多大。換言之，正當性對

一政權存在的實質貢獻在那裡?這一問題正是第三個觀點所要細究

的。

第三個對正當性的看法，是把它視為有權者(powerholders)之間

的相互認可(Stinchcombe， 1968 ; Tilly, 1985) 。 這一看法認為 ， 一個

權力或政權，假如有其他權力對其支持，則就是有效的與正當的。換

言之，一個權力的行使並不需所有人認可，而只需要幾個有權者認可

就夠了。例如，同樣是使用槍械，一般人使用就是違法而不正當，而

政府使用就是正當的。這是因為軍隊或其他政治權力(有權者)支持

政府之故。但假如一且軍隊不再支持政府，而轉為支持反抗軍，假如

反抗軍逐漸得勝，則原來的政府就變成“反叛者"了。以中國的古諺

來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因為勝者有有權者的支持之故。 1986

年，菲律賓正規軍不再支持馬可士政府，轉而支持柯拉蓉使馬可士流

亡美國是另一個例證。

這樣一個對正當性概念的重新界定，是來自 Stinchcombe

(1968) 。 而這個概念對經驗研究有兩個貢獻 。 第一 ， 它能說明不受歡迎

的政權仍能繼續穩定存在的原因。因為，這一不受大部份人民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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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擁有軍隊強烈的支持或資本家的忠誠。第二，它也能說明政

治不穩定的原因。即，它能回答“假如什麼事發生，則可能發生f十麼

變化"的問題。例如，假如軍隊不再支持某個政權，則這一政權馬上

面臨正當性危機，而有倒台的危險。因此，這個新的定義優於將正當

性視為大眾的忠誠的看法。

順著 Stinchcombe的觀點， Tilly 將正當性定義為 “其他權威

(authorities) 將會對一臨定權威之決定的認可的可能性" (1985 :

191) 。 以歐洲近代國家形成(state-making)的例子來說 ，Tilly 指出 ，

統治者常需要依靠地方上原來的有權者的支持，以維持其統治的穩

定，而統治者對這些地方上的有權者則報以軍事的保護或給予收稅的

代理權利。同樣的，對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而言，政權的正當性也未

必來自國內的被統治者，而可能來自別的國家對它的認可與軍事的支

持。因為， Tilly指出，

};1) 團在軍事物資典人員 方面持續的 支援 ， 以與此新政權交換商品

或軍事上的聯盟關係。而該政權因此裝備有強大的、國內無可匹

敵的組織力量，它可以很容易的鎮壓住國內的其他組織。同時，

由於外國政權對此行政領域的認可，使這些軍事組織的管理者，

在其領土之內擁有非比尋常的權力。 (Till y， 1985 : 186)

換言之，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可能不只來自國內權勢者的支持，亦可能

來自別的國家的認可與支持。

假如我們把以上三種對正當性的看法作一比較，則可發現前二者

(志願性的概念與新馬克斯主義)無法說明實存政體與其所謂的正當

性(人民的支持與忠誠)的確切關係。雖然如此，前二者的概念部也

指出了統治者企圖得到社會之支持的傾向。但企圖得到社會的支持是

一回事，真正實存的實在 (reality)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一面向上，第

三種概念說明了實存政府之正當與否的運作上的原因一一有權者或外

國的支持。

順著上面的討論，我們可歸納出兩個命題。第一，每一個政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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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嘗試去教化或試圖得到大部份人對它的支持，但是一個政權存在的

實質條件並非來自大部人對它的忠誠。第二，一個政權穩定存在的主

要權力基礎，或政權的正當性基礎，不是人民的忠誠，而是有權勢者

或外國的支持。此一政權會更追求有權者對它的忠誠，以維持其政權

的穩定。

依此看法，我們可以認為，即使一個新的國家的成立，其正當|生

的基礎可能是源自別國對它的支持，但此一政權仍會希望得到國內的

支持，以免付出太多戰爭與暴力的代價。另一方面，正如 Tilly指出

的，原來國內的有權者通常也會與擁有相當實力的權力(如軍事武力)

合作。因為一方面這些有權者怕被報復;男方面他們與之合作的話，

可以從現行的穩定秩序中得到好處 (1985 : 171) 。 因此 ， 在此情況下 ，

國家與國內有權者之間的關係是互惠互利的互相承認。

有些歷史情境可能使一個政權發生正當性危機，而促使其政治轉

型。第一，假如該政權強烈的依賴外國的支持與承認，則一且還一支

持撤離，該政權馬上面臨正當性的危機。面臨此一情境，該政權可能

會轉向國內有權者追求更大的支持，以維持政治穩定(如本文即將指

出的，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以後的作法) ;或該政權因此而倒台，如

1986 年的菲律賓馬可士政權 。 第二 ， 由於某些政治或經濟的原因 ， 使

原來支持該政權的有權者不再支持它，而強烈的要求改革。例如，巴

西的資產階級原來是軍事政權的支持者，後來卸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

(Cardoso , 1986) 。 第三 ， 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 產生出新的社會勢力

(或新的有權者) ，而此一新勢力均被排擠在外無法進入政治體制，形

成對既有體制強烈的挑戰，甚至危及社會秩序 (Upset， 1963: 65 ;

Stinchcombe, 1968 : 187 ;以及本文即將指出的政治反對運動)。以上

三種正當性危機可能促成政治轉型，但到底會向那個方向轉變，與特

定的歷史情境、社會不同群體的要求等有密切的關聯。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第三個有關正當性的命題:當一個政權的正

當性發生危機，或其權力基礎發生動搖時，它必須強化原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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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尋求新的有權者的支持。如將以上的三個命題作一排比，則第一個

命題指的是政權的宣稱 (claim)與意圖;第二個命題指的是政權的實

質權力基礎;第三個命題指的則是政權在面臨危機時之實質的補f章，性

作法。

順著上面的討論，本文將指出，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與 1986年

兩次政治的轉型，基本上都是其前期的正當性或權力基礎發生危機，

而企圖深化其政權的正當性。第一次的轉型是由外而內的轉化，第二

次則是由上而下的正當化。

3.歷史回顧 : 國民黨政府對美國的依賴1950-70

1949 年底 ， 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內戰失敗 ， 撤退來台 ， 開始其

統治台灣的歷史過程。而國民黨政府能順利的統治台灣，主要是因為

美國在軍事、經濟，與國際地位上的強烈支持，在此支持下，國民黨

政府才能面對一個具有敵意的台灣社會.'進而重新調節它與社會的

關係。

@國氏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緊張關係，一來是因為它是外來的，另外別是由於 1947年的

“二二八事變"之故。“二二八事變"至今仍無可靠的研究。但這次事件卻奪走了約入

千至IJ 兩 萬人的生命 ， 也產生 了 台 灣社會與國 民黨政府之間無可彌梢的 矛盾 關 係 (見

Kerr , 1970; Mendel , 1970) 。 對於這個事件的解釋 ， 我們 約可分為三個重要的原 因來說

明。第一'是由於當時台灣的行政當局一一球儀政府一一在經濟上的無能與處理不當。

i來儀一到 台灣 ， 即把 日 人留下的企業與財產收歸國有 。 由於 日 人在畫畫氏後期 ， 才巴大部

份台人企業收編入日人手中，陳f義的接收於是將台灣 90%以上的企業納入政府之手

(Ballentine, 1952: 59) 。 這引 起當時部份台人不滿 。 再加上I來儀政府無能掌管經濟 ， 導

致惡性通貨膨漲，史導致台人的不滿。第二，陳儀政府在政治上歧視台人。在其二十

三位縣市長中，只有三位是台籍人士(李筱峰， 1986 a: 184) ，其餘均為大陸人。而在

行政部門的高級幕僚中，台人只估了 3 17位中的 17位，約 6% (同上)。第三，文化典

語言的乏其導致了兩個旅群閥溝通的困難 (La!， et a I. <粉澤涵等> ' 1987) 。 由於台人

在日本通民統治下過了 51年，其生活方式、語言等與日人已相差無幾。而大陸來台人

士在大陸抗戰的敵人正是日人，史導致此二族群閥的緊張。這三個因素大概可能釋二

二八事變發生的原因。

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很多人逃離台灣，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Mancall (1963)也

認為，這一事件使“台灣人產生了深切的台灣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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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之時，美國事實上已準備放棄對它的支援

了，因為當時美國政府認為台灣遲早會落入中共手中，所以任何的支

援已沒有什麼意義(Clough， 1978 : 7) 。但1950 年6 月韓戰的爆發拯救

了國民黨政府的命運，整個局勢也完全改觀。美國此刻認為，中共、

蘇俄與北韓的聯合將會使共產主義擴散至亞洲其他地區，因此必須予

以扼止。在地緣政治的考慮下，台灣被視為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重要

戰略據點。美國總統杜魯門因此下令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並且恢復對

台的軍事與經濟援助。

由於第七艦隊的駐防，大大的消除了國民黨政府面對中共的軍事

威脅。而美援的到來，則解除了軍備與財政上的危機。為了抵抗中共

及為了反攻大陸，國民黨政府在這時期養了約六十萬的軍隊，為了供

養這一龐大的軍隊，國防支出在 1950年代各年度都占了中央政府預算

的 85----- 90% '或各級政府支出的 50%左右，或約 9----- 1 2%的 GNP。但

是這一龐大的支出部只夠“支付人事費用，以及軍事裝備的維修而已"

(Jacoby, 19€i6 : 118) 。 主要的軍事裝備 ， 如飛機 、 坦克 、 船艦 、 車輛

等，都依賴美國的贈予。這一部份直接的軍事援助，在美援期間(1950 

1965)高達25 億美元。換言之 ，美國政府每年約付出1 億6 千7 百萬美

元的軍事援助給國民黨政府。

除了直接的軍事援助之外，美援還包括男一項目一一經濟援助。

這部份美援共支付了約 15億美元，每年大約 1億美元左右。但即使在

這個經濟援助部份，間接的軍事援助仍然是所有項目中的最大宗，約

9 億1 干5 百萬 ， 佔全部的62% (Jacoby, 1966 : 38) ， 即每年約6 千萬

美元左右。

假如把直接的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中的軍援部份加起來的話，美

國大約每年負擔 2億 2千 8百萬美元，來支付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費

用。依照 Jacoby的估算，“中華民國每年軍事費用的總成本，包括美

國的軍事援助，大約在 3億 2千 5百萬到 3億 7千 5百萬美元之間"

(1966 : 119) 。假如Jacoby 的估計是可信的話 ， 那麼在1950 年到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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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美援期間，美國政府每年替國民黨政府支付了 60 . 8 一 70 . 1 596的

軍事費用。換句話說，國民黨軍費的主要來源並不是來自台灣社會，

而是來自美國!

另外，美援的經援部份，也大大的抵消了國民黨政府預算的赤字，

以及消除了 1950年代初期的惡性通貨膨漲。在美援期間，由於龐大的

軍費，國民黨政府每年約有 26%的赤字支出，而這些赤字，有 905'-6左

右是由美援撥款抵消(Jacoby， 1966 : 92-3) 。 同時 ， 在1950 年代初期 ，

一百多萬大陸人突然來台，為本地經濟製造了相當的壓力，此時期國

民黨政府採取鬆拙的貨幣供給政策，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漲。美援適

時的來到台灣，使通貨膨漲率急速下降，從 1949年的 3， 400% '降到

1953 年的9 % (Amsd凹， 1985: 91) ，而為下一步的經濟成長注入生命
(Ho, 1978 : 113) 。

除了在軍事、財政上大大的解決了國民黨政府的困難之外，美國

也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代表全中國的國際地位。雖然 1970年以前的國

民黨政府只占有台灣一省，而中共占了全中國大陸，但在戰後美國的

霸權時代，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使得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仍代表全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上仍占有一個席次，在國際上仍“正當"

的行使一個主權國家的權利。

在美國支持其正當性並解決其生存危機的同時，國民黨政府在台

灣亦開始尋求改善與社會的關係。這主要有三個面向:透過土地改革

爭取農民支持，並爭取地主勢力;透過地方選舉，與地方勢力結合;

以及透過黨的改造，大量吸收台籍黨員。

國民黨政府到台灣來之後，所進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其出發點基

本上是保守的與防禦性的。因為在大陸與中共鬥爭的失敗，使國民黨

政府了解到地主與個農間的結構性衝突，必須予以扼止，以防範由下

而來的動亂(Tai， 1970) 。 正如當時的省主席陳誠說的 ，

.....徊農終歲辛勤，仍不能脫離痛苦，反之地主階級不勞而獲，

卻能享受安富尊榮的生活，兩相對照之下，足以造成階級對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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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性，自不待言。此而不加改善，亂源即由此發生，徵諸往事，

歷歷不爽。因此之故，台灣必須實施土地改革...... a (1961 : 10)

雖然當時的台灣地主階級對土地改革有些微詞(見鄭梓， 1985 ;李筱

峰 ' 1986 a)'但由於國民黨政府與本地的地主階級沒有利益上的糾葛 ，

因此這一政策能順利的推展下去。而美圓方面亦十分支持土地改革政

策。它透過農村復興委員會(該會於 1948年在大陸創立) ，給予國民

黨政府相當的人力和財力支援(趙既昌， 1975 : 115-122) 。

從1949年到1953年結束，土地改革改變了台灣社會的生產型態。

全自耕農的比例從1948年的33%增加到1953年的57% ;半自耕農的比

例則從24%降到22% '而個農則從36%下降到15%。小農戶因此變成

了台灣農村的最大多數人口，地主階級從農村中消失(湯惠蕉' 1954)。

政治上，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不只拔除了台灣社會唯一能與之

抗衡的階級(Tai， 1970)'也為它贏得了農民的支持。這可由國民黨歷年

縣市長選舉的得票比例上，土地改革之後的鄉村得票率大幅上漲得到

部份的印證(表 1 、 2 ;亦見 Tai， 1970 : 421) 。在經濟上 ， 土地改革的

結果使小農收入增加(Ho， 1978 : 168)，而間接的有利於國民黨政府的

稅收。正如 Simon所言，在 1950年代的台灣，鄉村的支持“是〔國民

黨〕政權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安全瓣" (1980 : 38) 。

除了土地改革爭取農民支持外，國民黨政府還透過地方選舉與地

方精英結合。地方選舉制度在 1950年代的台灣，有它特殊的意義。第

一，選舉是民主制度的象徵，它可具體的區分“自由中國"與“共產

中國"，因此，選舉基本上具有政治號召的作用。第二，台灣的地方選

舉並不會影響國民黨政權的正統，也就是說，在 1969年以前，台灣的

選舉只到省議員與縣市長的層次8，中央選舉完全凍結。而且省議會

e 1949 年之後在台灣舉行的 第一次中 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是在1969 年 。 這次的增額選

舉是為了遞椅國會議員由於死亡而呈顯出的人數不足的危機。這次增額退出的代表，

與第一屆的民意代表一樣，享有終身峨的優待。現階段每幾年改選一次的中央級民意

代表選舉，是從 1972年以後才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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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民黨與非國民黨選舉實力分配表 縣市長

年度 選舉職位 地區* 全部
國民黨 非國民黨

no. % no %

1950
縣長 R 16 14 87.5 2 12.5
市長 U 5 3 60 2 40

1954**
縣長 R 16 15 93.8 1 6.3
市長 U 5 4 80 1 20

1957
縣長 R 16 16 100 O O
市長 U 5 4 80 20

1960
縣長 R 16 15 93.8 1 6.3
市長 U 5 4 80 20

資料來源: {台灣選政卜台灣省政府民政廳 1960 、 1970

• R=鄉村地區
u=都市地區

• .代表土地改革已完成年度

表 2 國民黨與非國氏黨的選舉實力分臨表:縣市議員

年度 選舉職位 地區* 全部
國民黨 非國民黨

no. % no. %

19~1
縣議員 R 677 426 63 251 37
市議員 U 137 87 63 50 37

1952 縣議員 R 712 416 59 296 41
1953 市議員 U 148 100 67.5 48 32.5

1954** 縣議員 R 762 546 72 216 28
1955 市議員 U 166 111 66.8 55 33.3

1958
縣議員 R 834 552 66 282 34
市議員 U 191 105 55 86 45

資料來源:與表 1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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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法第 24條規定:

臨時省議會之決議案，如有違反國策情亭，經行政院之糾正仍不

能撤銷時，得經行政院會議議決予以解散，依法重逞。(引自鄭牧

心， 1987 : 164)

換言之，即使在省的層次，省議會對省的行政事務仍無決定權。省的

事務是由官派之省主席與其上之中央部會決定。省議會因此不具政治

決定的功能，而只具參資與分配省之資源的作用而已!

假如省議會不具決定政治事務的作用，那麼它的實質意義在那

裡?就這一點，很多政治學者早已指出，台灣的地方選舉具有結合中

央與地方精英的作用(Lerm阻， 1977 ; Winckler, 1981 b ; Wu (吳乃

?駒， 1987)。這一成功的結合可由幾點來說明，其一:從國民黨的角度

而言，正如吳乃德指出的，“由於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沒有淵源關

係，而此時唯一能得到社會支持的方式只有去建構一個選舉系統，以

創造其統治是得到地方精英之支持與合作的正當性(Wu， 1987 : 196

7)" 。 其二 : 從地方精英的角度而言 ， 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此時期全面控

制了社會與經濟的資源，地方精英除了加入國民黨並與之合作，否則

無法擴張其政經利益(Lerman， 1977 : 1413) 。正如Winckler 指出的 ，

“地方精英發現在省議會背後的政治運作裡，是影響資源分配，以及

規劃經濟活動的最有利場所" (1981 b : 85) 。 簡言之 ， 透過地方選舉 ，

國民黨政府收編了台灣的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也“因新建的政治體

制而得勢。因此，他部也是新政權的支持者，使得國民黨遷台初期完

成重整社會力量的工作" (鄭梓， 1987 : 153) 。

除了爭取農民支持，收編地方勢力，國民黨也透過黨務運作，大

量吸收台籍黨員。這一作法是透過 1950 年 6月國民黨的內部改造形成

的。這一內部改造，一方面是要清除國民黨內部的貪污腐敗因素，另

方面是要強化黨的組織以及改善它與社會的關係。正如國民黨當時的

最高領導者蔣介石所說的，

本黨這次改造，在消極方面，對原有黨員腐化貪污的事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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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整肅......在積拯方面，對海內外同志......親密合作，以擷大

革命陣容。我們須一反過去之立門戶，分派系及拒人千里之外的

作風，從反共救國革命運動中為本黨吸收同志......每一黨員必須

編入基層組織，每一基層組織必須深入民乘...... 0 (1984 : 2041)

國民黨的內部改造，除樹立了蔣介石的統治權威之外，也積極的吸收

了不少台籍黨員。據估計，在 1951 '"'-' 52年的新進的黨員中， 61.4%是

本地台灣人(Wu， 1987 : 66) 。 不過 ， 一般而言 ， 國民黨仍是以外省人為

主的政黨，此時期台籍黨員仍不及全部的 40%(林吉朗， 1981) 。

表 3各年度國民黨黨員省籍人數與比例

19801978197519721969年度

本人數

籍 1 %

忿人數
籍%

374 ,666 553 ,215 764 ,961 1 ,033 ,779 1 ,163 ,052

39.40 46.16 52.82 57.67 60.73

576 ,327 645,203 683 ,145 758,953 752,005

60.60 53.84 47.18 42.33 39.27

合計 950， 993 1 ，1鉤 ，418 1 ,448 ,106 1 ,792 ,714 1 ,915 ,057

資料來源:林吉朗〈中國國民黨輔選政策之研究〉

政治作戰學校碩士論文，1981,p 94

在外有美國支持之下，國民黨政府積極的向臺灣社會採取了一些

正當化的措施(如上所述)。但一些制度上與意識形態上的因素，卸使

得它仍然與台灣社會之間呈顯出了結構性的緊張關係。

在 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雖“身在台灣"但卸“心向祖國"，因

此“光復大陸"是那時期國民黨政府施政的最終目標。它要代表全中

國，而美國亦在國際上幫忙它“正當化"了中國代表的地位。為了代

表全中國，中央政府的組織結構因此也原封不動的搬到台灣，而中央

級的民意代表亦予以合法化(legal ized)為終身職，直到光復大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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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另方面，國民黨政府亦避免任用太多的台籍人士，以免過於台灣

化，而失去代表全中國的象徵。因此，在 1970年代以前歷次全國性的

官員考試中，外省籍的考生有 186倍高於台籍考生的機會，進入官僚

體系，雖然那時外省籍人口只佔全台灣人口的 15%而己(見姚嘉文，

1975) 。 同樣的 ， 在國民黨政府的最高決策單位中 ， 台籍人數比例亦很

少。此時期歷屆內閣與國民黨中常會中，台人比例都在 10%上下(見

表 4 、 5) 。

表 4歷屆內閣成員省籍比例

1950-1980

外省籍%本省籍%

1950-1954

1954-1958

1958-1963

1963-1972

1972一1978

1978一

F
h
U
A

生

內
L
Q
u
n
H
d
n
δ

仇
U

Q
d

n
y

o
O

可
i

nh
u

-i119U

F
h
u
n
h
u
n
H
U
T
-

月
L
q
u

@中央民意代表是在 1948年全國大選中選舉出來的。但只有一部份代表跟隨著國民黨政

府采台。而當時在野的蔣介石要復行視事卻必須有過半數的國大代表投票贊成才合

法。然而當時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中，只有立法院有半數的委員來台。於是在 1950年

2 月 ， 立法院投票贊成蔣介石筱位而聲討在美的李索仁 。1951 年 ， 國 民黨當局 以行政

院會議通過，呈請總統諮立法院同意暫時續行職權一年的方式，為即將任期屆滿的立

法委員延長一年任期。 1952、 1 953再以同樣方式延長。 1954年 1月，由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作成釋字第 31字憲法解釋棠，謂國家發生重大變故，立監委改還不能依法處理，

故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退出集會與召集前，自應仍由第一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

續行使職榷。此為其終身任職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

至於國氏大會代表任期，原應於 1954年屆滿，但國民黨當局按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一一每屆國氏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氏大會閉會之日為止一一作牽弦解釋，使

一屆代表得以繼續行使“職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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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民黨中常會台灣化比例

年 總數的) 台籍(B) B/A%

1952 10 O O

1957 15 2 13

1963 15 2 13

1969 21 2 9

1976 22 5 23

1979 27 9 33

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決心，當時來台做研究的 Jacoby有一觀

察，他寫道:

蔣介石總統與他的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在建立一個社會上、政治

上，與經濟上能光復大陸的基地......去發展台灣本身成為一個有

能力的經濟體系的想法，在當時並不存在。 (1966 : 36)

同樣的，美國是要支持一個穩定的反共基地，其出發點是基於地緣政

治的考慮。當時美國駐華大使 Rankin清楚的指出:“我們當前最實

際的目的，乃是去加強〔中華民國〕的國防能力，因此，美援的目的

不應用來改善中國政治到民主之路。" (Rankin , 1964 : 278)

國民黨政府的決心，加上美國的支持，使此時期的國家與社會出

現二分的現象。政治上，呈現出少數外省籍人口支配大部份台灣籍人

口的現象。這樣的一個省籍矛盾，可能因國民黨政府的正當化措施，

也可能因台灣的經濟發展而得到疏解(Col e， 1967)4D) 。 在經濟方面 ，

1950 年代初期 ， 由於美援的注入與採取了貨幣改革措施 ， 台灣的惡性

通貨膨脹逐漸緩和，而經濟也逐漸成長。此時期的工業成長率平均達

@依照 Co le (1967) 當時在 t i穹的視察 ， 台 灣的 商人只專心做生意 ， 而 不願參與政治 。 雖

然私底下對國民黨政府有相當程度的不滿，但因為當時的政治氣氛，或親身經歷 228 事

變，使他們避開政治。因為經濟的發展使這些人有新的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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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 GNP的成長率也達 7%左右。但是這一個以發展進口取代工

業的政策，由於國內市場狹小，在 1958年即出現生產過剩的不景氣現

象，而面臨困難(劉進慶， 1986)。另方面，美援總署亦於 1956年之後，

逐漸重視經濟發展的項目。 1958年，美國國會批准7“發展貸款基金"

及“私人企業辦公室"項目，直接支援台灣的基礎建設及工業發展。

同年，國際開發總署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 19點經濟財政改革計劃，要

求台灣開放市場，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統一匯率，以及提供優良

投資等。雖然這一計劃曾受到國民黨內部，尤其是軍人，以及前得利

益者的反對(Amsd凹， 1985 ; Gold, 1986) ，但這 19點改革計劃終被採

用，而此大大的影響了台灣社會，也使台灣進入出口導向工業化時期，

並與世界經濟緊密的結合起來。

由於台灣具備充沛而低廉的勞動力，加上戒嚴令對社會的控制，提

供了企業(本地資本與外資)優良的投資環境，使得經濟有很好的發

展機會。從 1963到 1973年間，工業的年成長率平均達 20% '而經濟

成長率平均亦高達 11%左右。此一時期，台灣靠著低廉的勞動力，吸

引外資，生產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到世界市場。於是隨著資本主義的

發展，一部份人無產化，也有一部份人資產化 (bourgeoisizationHD。

這一部份資產化的人口，成為台灣與世界經濟掛勾的橋樑'也成為

1970 年以後 ， 國民黨政府要積極聯合的對象 。

總之，由於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考慮，是要一個政治穩定的臺灣，

因此它在軍事與經濟上強烈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對國民黨政府而言，

反攻大陸與代表“中國"是其最主要的目的。美國的支持，不只解除

了其生存危機，並能對外代表中國，對內採威權統治(美國在政策與

軍事上的支持，正如上述) ，將不合作的勢力創除，並將地方勢力收編

於地方的政治與經濟層次，而排擠於中央層次之外。在外有美國支持，

又能代表“中國"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仍能合理化它對臺灣社會的

lDWa l\ erst e in (1983)指 出 ， 傳統 ，馬克所主義只 注意到 資本主義與人口無產化的 關係 。 實

際上，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只附隨著人口的無產化'.>J!..3!<.隨著有資產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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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排擠 (politica l exclusion) 與政治作為的正當性。但一且美國的

支持撤離，國家與社會兩分的矛盾馬上暴露出來，國民黨對內的才謹力

基礎亦由於此一兩分而顯出裂縫，而這正是國民黨政府在 1970年代面

臨的問題。美國的支持對國民黨政府生存的重要性因此是無庸置疑

的。正如 Jacoby所說的:

當然，美國的經濟援助是幫助了大陸人這一少數群體維繫與鞏周

其政治的權力。假如沒有外在的支援來澆熄 1950年代初期通貨膨

漲的烈火，及改善台灣人民的物質條件，中華民國是否能夠維持

現今的樣子實在令人懷疑。 ( 1966 : 165)

4.正當性的危機與向內的強化一一-1972 之後

美國的支持，使國民黨政府可對外代表中國，對內有機會採正當

代措施，尋求社會支持。但正如前所述，代表中國的體制二分了國家

與社會，強化了省籍矛盾。在 1970年前後，美國開始改變其地緣政治

的策略，開始接受中共，這使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強烈的依靠，其在國

際與國內的“正當性"於是出現問題，而國家與社會二分的的矛盾亦

突顯出來，必須尋求解決。

美國開始改變其對中共的策略起於 1970年的尼克森政府。在

1971 年 ， 尼克森發表年度外交報告中明白指出 ， 要與中共改善關係以

制衡蘇俄。當年，美國務卿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次年，即 1972年，

尼克森亦訪問中國，並與當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 ,

確切的指出美國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並將分段撤退駐台美軍。由於美

國改變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於是在 1971年 10月的聯合國大會上，

國民黨政府終於被排出聯合國，失去了國際的“正當"地位。接著幾

年間，原來與國民黨政府有邦交的國家，亦一一與之斷交。

在失去了外在的支持，而對內又有國家與社會的明顯隔離時，國

民黨政府所採的策略是強化對內的正當化，積極尋求社會更大的支

持，以維繫其統治。這開啟了國民當政府“台灣化"與“本土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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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1972年，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實際領導人之

後，即著手強化向內正當化的努力，在這方面，國民黨政府的正當化

主要是針對台灣社會之政治與經濟的精英。在政治精英方面，其作法

有:第一，透過增額選舉，增加國會中台灣與海外華僑代表人數;至

於大陸代表則不再舉行選舉。第二，在國民黨內部的人事選用上，確

立了“啟用青年才俊"的新政策。李煥被任命為組織工作會主任，執

行國民黨人事的台灣化。因此，以往甚少採用台籍之中央黨部職位，

以及地方黨部主任職位，亦開始啟用台藉人士(陳陽德， 1980 ) ;第三，

積極吸收台籍黨員新血，而使國民黨在 1972年到 1976之間，台籍黨

員超過全部黨員的半數，成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黨(見表 3 )。第四，

在國民黨政府的內閣與國民黨的中常會一一國民黨的權力核J心一一增

加台籍比例。由表 4、 5可看出，台灣人的代表在此二機構中比例的增

長，主要是在 1972年以後才急速上昇的。

這一連串的“台灣化"措施，一方面反應了國民黨政府在失去了

國際支持之後，向內(特別是向臺灣社會精英)尋求支持的努力ff};

另方面亦說明了它必需依賴社會的支持，以強化或彌補原先美國扮演

的正當化的角色。在這個面向上，台灣的企業或形成中的台灣資產階

級，更是國民黨政府要聯合與結合的。

前面說過，由於 1960年以後的出口導向經濟，使得台灣的經濟體

系與世界市場緊密的結合起來。正如 Gold所描述的，“雖然大部份台

灣的生產企業是中小型的，但它們本質上已透過合資、貿易關係等而

國際化了" (1981: 94 '重點為筆者所加)。而在台灣的經濟體係裡，

大部份的企業部又都是台人所有。以企業的前 100大而言，大約有

@對於蔣經圓的“台灣化"努力，昆今有兩個解釋。第一 ' Walker (1974)認為 ， 由於美 、

日的台獨運動的昌盛，迫使國民黨政府必須給台人一些政治的權力。第二，田弘茂

(Tien , 1976)貝仿冒 出 ， 由於聯今圓 的排擠國 民黨政府以及其後的 國 際孤立 ， 加上中共的

椏力統戰，國民黨政府因此必須向社會尋求史教的支持。這兩個解釋當然有部份的道

理。但卻並未指出了一個美金妥的原因一一國氏黨政府如今依賴台灣的經濟與世界掛

勾，它如今已與台灣經濟合為一艘，這正是下文要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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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0%左右是台人的企業48 (中華徵信所資料 ; 亦見 Greenhal ·

帥， 1984)。換言之，當國民黨政府失去國際支持之後，台灣與世界的

掛勾之處，只剩下經濟與其他非官方活動了，而在經濟領域中，台人

企業又古了絕大部份。國民黨政府因此必須依賴台籍資產階級與世界

掛勾。 1973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的“實質外交"政策即說明了國

民黨政府對台灣企業的依靠。他說:

我們認為，在今天這個國際政治中，我們不能孤立，也不能草皮色

園，所以要街放外交的色園，打開孤立的局面。我們的方針就是

要不斷的被充多邊關係......這也是要讓我們的國家能繼續向國際

政治中發展。這是一種回應特殊形式的外交方式......因之今足我

們的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無形外交，比之有形的外交史來的

重要...... 0 (1978 : 33)

台灣的企業現今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必須依賴，以與世界發生關係的基

礎，而且在 70年代，經濟發展本身已逐漸成為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社

會的一個藉以合理化其統治的現象(Amsd凹， 1985) 。 它一方面可以展

現國民黨統治優於共產中國，男一方面可以穩定政治社會秩序。國民

黨政府統治台灣的利益(interest)基礎，因此與企業或資本家要賺錢的

利益是一致的。二者的休戚與共，更可由石油危機時國民黨政府的做

法看得出來。

當國民黨政府失去外在支持時，第一次石油危機亦在 1973年出

現，為台灣經濟帶來重大挫折，除了一些經濟穩定措施之外，國民黨

政府並於 1974年 10月下旬分別與各重要工業負責人溝通、舉行座談

會，期望能與企業界合作共度經濟危機(見中央日報 1974年 10月)。

除此之外，國民黨政府並宣佈了“十大建設計劃"，期望透過公共建設

的推動，一方面解決經濟的危機，另方面整合(integrate)台灣的石化工

業與相關產業，以及鋼鐵工業(劉進慶 ' 1988 : 51) 。 事後的結果 ， 說

@中華徵信所的資料是 1970年初期的，但這一資料應可解釋 1960年代末期的經濟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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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石化工業的確為台灣的重要工業一一人纖、紡織、塑膠業一一奠

定了自給自足的基礎，為 1970年代後持續的經濟發展貢獻很多。但另

方面，鋼鐵業的投資與整合的效果並不高，即未能自給自足以及帶動

國內鋼鐵與工作母機工業(劉進慶， 1988 : 51) 。

雖然由於失去外在支持迫使國民黨政府轉向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精

英尋求更大的支持，但 1972年，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轉型，在面對社會

的程度上，仍呈顯相當的自主性，這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國營企業占據了各工業的上游，使國民黨政府在某種程度

上仍對中下游的民間企業有約制的作用。在台灣的企業結構中，銀行、

電力、重化石油、鋼鐵等重要上游資源都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下，而

民間的工業則集中在輕工業、石化中下游工業，或消費性的生產工業，

這種政府與民間企業間的垂直性分工(劉進慶， 1986:66) ，使得公營企

業掌握了台灣企業的生命基幹，也支持了國民黨政府能維持黨對民間

企業與對台灣社會的自主地位 (Gold， 1981:267) 。

第二，台灣的財團基本上仍是中小型的，而且對政治民主的要求

並不高。台灣在 196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的企業集團，由於缺乏金融資

本的掌握(即無私人銀行) ，其基本型態因此仍是以家族企業為主的中

小型財閥(劉進慶， 1988:66) 。雖然這些控制前100 大之企業的企業集

團的生產毛額占了 GNP的 30%左右，但其資金與原料卸必須依賴公

營的銀行與上游企業的支持。因此，它們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是

休戚與共的，而且它們也並未有民主化的要求。以馬克斯的話來說，

它們要的是賺錢的機會，而不是統治的權力 (Marx， 1974) 。

第三，在此時期的台灣，並沒有強勢的政治反對運動逼迫國民黨

政府進行改革;相反的，後者仍控制著鎮壓機器(軍隊與警察)並有

效地統治著社會。在 1970年代以前，台灣只出現過一個“流產的"政

治反對連動一一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但由於它的虛弱以及國民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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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鎮壓CD，使這一運動在其領導人物雷震於 1960年 9 月 4 日被捕之

後，就一跌不振終至空留紙上聲 (Wang， 1988: ch 2 ;李筱峰， 1987)。

因此，在 1970年以前，台灣的政治反對者通常都是單打獨鬥，在主也方

選舉中對國民黨政府構成競爭壓力。但整體而言，由於缺乏有力的運

動與組織，因此他們也無法創造壓迫國民黨政府民主改革的壓力。

在國內缺乏有效的壓力，而國外的支持一且失去，國民黨政府是

有機會操作與強化其向內正當化的方向與程度。它局部開放權力結

構，但只在一個程度上;它的開放，是向社會的精英，而不是向廣大

的民眾。它是在台灣化，但並不是在自由化。這一台灣化的正當化，

在實質上呈顯的是國民黨政府進一步的與台灣的經濟和政治精英結

合，而不是對社會的大眾。

5.反對運動與地繪的正當化(backward legitimation)

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以後的向內尋求更大的社會支持，實質上所

針對的是政治與經濟的精英。但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與本地精英的聯

合，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由於 1970年代初期大量的吸納本地政治精英進入國民黨的

黨務體系與政治體系中，並未伴隨著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的

轉變。因此，產生了 Huntington(1 968)所謂的制度化與政治參與之間

的矛盾。由於國會的增額名額有限，以及為了籠絡地方勢力以正當化

其統治，國民黨在選舉時的提名通常是與既有的地方勢力妥協(陳陽

德 ' 1980) ，只有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空降部隊"的提名方

@有三個結構因素，使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無法成為有力的反對運動。第一，它是都市的

精英運動，但在 1950年代的台灣，農業生產是主要的。第二，在農村，由於土地改革，

使地主消失，國氏黨一方面贏得農民支持，另方面亦利用技會組織農民 (Gai lin， 1963,
1966; Yang, 1970; Tai, 1974 ;湯惠掠， 1954) 。 第三 ， 土地改革之後 ， 轉業刻都市的地

主，由於缺乏市場經替的知識，而無法生存下來(Yang， 1970). 而那些維生存下來的 ，

基本上又都是靠國民黨政府培蔡的進口替代工業主(Gold， 1981: 85) ，因此並不支持反
封運動。這些結構因素使得中國民主食組黨運動的社會基礎十分虛弱，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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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兩個地方派系相持不下時，或國民黨想壓制地方派系時)在這

種情況下，一些被國民黨吸納進去的精英由於在黨內無發展的機會，

因而脫離國民黨，加入反對運動的陣營。

第二，經濟上，由於二、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雖然使一部份人資

產化了，但一大部份人卸無產化了，而都市的新興中產階級亦逐漸出

現。後兩者在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上並未被顧及，而逐漸形成後來反對

運動的支持者的來源。從 1950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主要是從農業部

門擠壓資源到工業部門41 '以加速工業發展4D(見李登輝， 1971 ;

Amsd凹 ， 1985 ; Gold, 1985) 。 由於對農業資源的擠壓 ， 農家收入因此

相對減少，而迫使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和轉業。依陳玉璽的估計，在 1966

年，年收入在三萬台幣以下的農家所必須繳的稅額，大約是同樣收入

之非農家的 4. 15 倍(Ch凹， 198 1 :228)。而在同一時期，每一農家人口的

收入，卸只有非農人口收入的 70%不到。這些不利的條件，迫使農村

人口大量往都市移動而轉業。初級產業勞動人口因此持續從 1950年占

全部就業人口的 50% '降到 1970年的 36.7% '以及 1980年的 19 . 5% '

而第二產業人口則從 16.9% '到 28 .0% '昇至 42.4%。商業與服務業

41)1 950 或 60 年代 ， 國 民黨政府對農業資源擠壓的政策 ， 包括 了 幾個重要的機制 。 第一 ，

肥料換穀政策。由於肥料是政府專賣，農氏只得以其生產的稻米與其交換。而政府將

肥料價格提高，透過不等價交換，將農業資源轉移出來。依 Amsd凹的估算，此時期

台灣袁氏購買的肥料價格為日本、美國、以及印度農民所付的四倍(1985: 84) 。 第二 ，

教制收購稻米，而其價格低於市價約 20~40%。第三，田賦或是他稅目的徵收，而且

必須以稻穀繳納。關於國氏黨政府之農業政策對農業資源的擠壓，參見李登輝有名的

研究 (Lee ， 1971) 。

~1950 年代 ， 以及美工政策程的進口替代工業 中 ， 最著名 的例子是紡織業 (見劉進庚，

1974 ;林邦充， 1969) 。 在此時期 ， 業者只妥有機器 ， 其他的物資 ， 從棉花的進口 至IJ 布

隘的販賣，都由政府負責，這叫“代紡代織"政策。政府付予業者的代價是優厚的加

工費，以助其進一步的積累。以 1953年為例，政府付給業者的加工費就達 1億 3 千 8

百萬台幣(劉進庭， 1974: 332) 。 到 了1960 年 ， 由於紡織業的不景氣 ， 台 灣銀行給予業

者優怠長期貸款。在 1959~ 1965年之間，台銀對紡織業者共貸出了融資達 346億台幣

之鉅。因此，毛松年指出“由於台銀對紡織業的廣泛業務的介入與巨額投資，兩者形

成了生死與共的密切關係﹒.... ，不管今後紡織業的發展如何，相信合銀將不惜一切予

以支援" (iii 自 身l進庭， 1974: 37) 。 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 國 民黨政府與企業的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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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從 27% '到 35 .3% '昇至 38 . 1%。工商勞動人口的增加，為後來的

反對運動奠定了社會基礎。

的確，現階段的很多有關黨外選民結構的研究裡，都明確的指出

了在反對運動的支持者當中，占最大多數的是工人階級、都市小資產

階級(即自營作業者) ，與知識分子(見彭懷恩， 1978 ;林嘉誠， 1984 ;

胡佛，游盈隆， 1984 ; Chang (張茂桂) ， 1 987 ;林佳龍， 1988 ) 4D。而

這三者之間有一隱約的分工。即知識分子為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與提供

策略者，都市小資產階級為其資源的主要貢獻者，至於工人階級則為

主要的選民。但這些研究也都一致的指出，這些黨外的支持者當中，

很大多數為台籍的。換言之，以社會基礎而言，黨外運動是以台灣人

為基礎的中下階級運動，或也可稱之為一個民族的群眾運動

(nationalist-popular movement) 。 而正如拉丁美洲的民族的群最運

動一樣(見Roxborough， 1979 : 108) ，台灣的黨外運動亦具有民族主

義，以人民而非階級為訴求以及反對“民族"的敵人的色彩， 1979 年

〈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詞寫道:

三十年來，因氏黨以禁忌、神話隱蔽我們國家社會的詐詐多多問

題，扼殺了我們的政治生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我們必須澈底

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

會的種種問題，這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推展。

《美麗島雜誌》的目標就是要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我們將

@對於黨外的選民的研究，並非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有一致的結果，因為不同的研究所著

重的不只是階級或職業因素，而且還有些研究也著重性別角色。不過，所有的研究都

指出了省籍因素的重要性，即支持黨外的主要來自本省人。以下簡述一些研究的結果。

林嘉誠(1984)指出支持黨外者，以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的為主。胡佛，游益隆(1984)也

指出支持黨外的約有 80%來自工商機構職員、自營商、營工、農民，以及家庭主婦。

丁庭宇(Tin g， 1987)也指 出 ， 台 灣人的工人階級 、 商人 、 家庭主婦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

為黨外的選氏基礎。而張茂桂(1987)則指出台籍的勞工、農民，及家庭主婦為黨外的主

要支持者。最後，林佳龍(1988)發見支持黨外的，傾向於勞工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

本文接受林佐龍的發現，因為其研究焦點是放在省籍與階級上，而此正是本研究關心

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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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廣大園地給所有不願意讓禁忌神話權勢采縛，而願意站在自

己的土地上講話的同胞，共同來耕耘這美麗之島。

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

天一一自由氏主的花采開通美鹿島!

這樣的以本土意識及中下階級為社會基礎的政治反對運動，在 1970年

代中期以後出現，並在選舉中對國民黨造成強大的壓力，而終至導致

了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以及其在 1980年代初期的退縮正當化措施。但

到底是什麼因素，使國民黨政府對反對運動採敢鎮壓手段?有兩個原

因可以說明。

第一，反對運動人士在選舉上，開始對國民黨構成集體的壓力。

1977 年的省議員與縣市長選舉 ， 反對人士開始有跨越過去單打獨鬥而

聯合起來的趨勢;更由於這次的選舉，爆發了自 1947年 2 月 28日以

來的首次街頭暴動事件一一中壢事件，這一事件及選舉的結果，代表

了台灣現代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正如 Gold說的，中壢事件是“一個歷

史階段的完結"與“一個新紀元的開始"，是國家引導的經濟發展過

程中所衍生出來的社會力量，將其累積的沮喪針對國家的壓迫一併爆

發為行動的結果(1986 :3)。而接下來， 1978 年的中央民意代表大選 ， 黨

外正式開始組織化，而形成一種“鎮似政黨" (semi-party)的態勢了

(Wang, 1988:132-137) ，這給國民黨極大的壓力。

第二，反對人士的組織化，對國民黨政府造成威脅。正如 Tilly所

言，選舉對集體行動而言有“雨傘作用" (umbrella effect'即保護作

用)。因為選舉期間給予選舉團體存在的合法性(legality) ，且提供它們

集體行動的機會，而這些行動卸未必完全與選舉有關(1978 : 1 67)。台灣

的反對人士的集結與組織化，都是圍繞在選舉的活動上。而其言論與

政策，也大都是在選舉期間提出來的，因為這些言論在平時戒嚴體制

中是不被容許，如住民自決，組織政黨等(台灣的人稱此時期為民主

假期)。

由於 1977年選舉的關係，黨外候選人在1978年的選舉首度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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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 1979年，黨外開始走群眾動員路線，而動員也不再以選舉期問

為主。 1979年 5月，黨外人士聯合成立了美麗島雜誌社，建立了黨外

反對運動的決策和指揮中心，並迅速的在全省設立了 13個地方王子處。

依〈美麗島雜誌〉的發行人與黨外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黃信介在

1980 年美麗島事件大審中的陳述 ， 建立分處 “並不是為了推銷雜誌 ，

而是為了發展組織與尋求支持" (中國時報 ' 1980年 3月 18日)。而美

麗島雜誌社的總經理施明德亦指出美麗島雜誌社的組織方式是“為了

組一個沒有名稱的政黨" (同上，亦見施明德， 1988:42) 。 這一連串的

從集結、組織化、到動員群眾，在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的期間是未曾

發生過的。而這之所以會對國民黨政府造成威脅感，可能是因為它是

一個以台灣人的中下階級為主，追求住民自決的反對運動，而國民黨

政府部是一個以外省人為主要統治者，聯合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精英

所形成的政體。

在 1979年 12月 10日，由於黨外人士在高雄舉辦的世界人權日遊

行演變成高雄事件，國民黨政府逮捕了幾乎所有當時反對運動的領導

人物，將之投獄。從此，國民黨政府進入退縮正當化的階段，直到 1986

年。

所謂退縮的正當化是指國民黨政府非但不承認新帽起的社會力量

及其要求，反而去壓抑與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它對新興社會力量的壓

迫，進一步的強化與尋求它原支持著的認可與支持。這一退縮的正當

化措施，基本上包含了三個面向:第一，強化與地方派系的關係。在

鎮壓之後的 1980年恢復全國大選，國民黨並提名財閥級的地方勢力，

期透過選舉的勝利以合理化其統治和對反對人士的鎮壓。第二，強化

與國際和國內資本家的關係，企圖透過國際化與自由化的經濟策略，

創造新的經濟景氣，並由此合理化其對反對運動的鎮壓。 1981年，趙

耀東被任命為經濟部長，主要就在推動國際化與自由化的措施，以改

造台灣經濟體系，加速工業昇級。第三，在此時期，軍人力量高漲，

以維繫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成長。 1980年以後一直到 1983年，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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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的勢力高漲，其所主持之“劉少康辦公室"成

為國民黨政府之決策中心(若林正丈， 1988:68 ;南民， 1987) 。

1980 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政府與O'Donnell 所描述的拉丁美洲之

“官僚威權政體"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有些類似 。

第一，二者都對前期的群眾運動採取鎮壓手段;第二，二者都以軍事

武力為基礎，發展偏向正統(orthodox)的經濟政策，走國際化與自由化

的經濟發展策略;第三，二者都強化與國際和國內資本的關係，一方

面發展經濟，另方面期望透過經濟的發展，合理化其對群眾運動的鎮

壓;第四，二者都相當依賴技術官僚的理性，以為只要有“正確"的

經濟政策，經濟發展的問題就可解決(見O'Donnell， 1973, 1979) 。 不

過，國民黨政府與拉丁美洲的官僚威權政體之間仍有些不同。第一，

前期的經濟發展在拉丁美洲是失敗的，因此群眾運動有機會大量動

員，給軍人鎮壓的藉口;而在台灣，經濟並未失敗，因此群眾運動的

要求並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由此，台灣的群眾運動無法大量動員，

對國家的生存並不會造成嚴重威脅。第二，因為前期的群眾運動在台

灣並不像拉丁美洲那麼強，因此軍事鎮壓的強度亦沒有拉丁美洲那麼

慘烈。第三，台灣的採行正統經濟策略也並非如拉丁美洲社會因前期

經濟失敗，而期透過與國際資本的合作，提昇經灣發展。相反的，台

灣的採取國際化，是因為見到現行簡單加工的工業化，在國際經濟中

將失去競爭力~(由於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相繼採行簡單加工工業

化策略) ，所以必需尋求解決。這一國際化政策因此一方面是防衛性

的，另方面亦是為了深化(deepen)台灣現階段的工業體系，以期能維持

前一階段以來的經濟成長。

@台灣企業一直是以簡單加工，勞力技術密集的生產型態為主。這一型態的生產依粉的

是低工資、小資本和高污染。前二者，台灣已失去了這一競爭力，而後者也由於台灣

的環保運動的喊起，使高污染企業面臨壓力。另方面，台灣企業規模的虛弱，亦可以

工廠的雇用人數來說明。在 1980年，雇用 4人以下的占所有企業的 73% '20 人以下

的占了 95%。即，雇用 20人以上的企業，只占全部台灣企業的 5%而已(見 Gates，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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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以後，極力向台灣社會尋求支持，

而其對象主要是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精英。 1970年代中期以後，黨外運

動這個民族群眾運動開始向國民黨政府及其聯合體挑戰，但它沒多久

就被鎮壓。但為什麼國民黨政府不將黨外運動納入體制，特別是在

1978 年底 ， 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之後 ， 當國民黨政府更需與畫灣社會

結合之時，卸將之鎮壓，並逮捕反對人物入獄?對於此一問題，可能

的一個解釋是:由於 1970年美國政府對中共政策的改變，以及 1970

年底的退出聯合國和接下來一連串的斷交，使得國民黨政府強化了與

臺灣政經精英的關係。因此，在 1978年底，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之時，

國民黨政府對內的強化正當性已到一個地步。而且由於經濟情況的良

好，加上社會上除了黨外運動之外，並無其他反對的聲音，所以國民

黨政府在面對中美斷交時，並不吸納反對運動，反而予以鎮壓。但必

須注意的是，在鎮壓的同時，國民黨政府更加的強化它與支持它的政

經精英的關係，以合理化其作為。這也就是本文所說的退縮正當化。

換言之，由於有 1972年以後向內強化其正當性的作為，所以 1978年

中美的斷交，並未造成國民黨政府因此也將黨外吸納入體制之內，以

強化它與臺灣社會的關係。因為它已強化了與之合作之政經精英的關

係，黨外運動對它而言，是擾亂正當秩序的源頭。國民黨政府對黨外

反對運動的鎮壓及強化與政經精英的結合是不進反退的策略，而這一

退縮正當化措施在 198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裂痕。

6. 1fl縮正當化的危機與向下的轉化

國民黨政府在 1980年代面臨了兩個正當性危機，而促使其政權開

始轉化:一個是退縮正當化聯合 (coali ti on)中，國內資本的不投資;

另一個則是國民黨政府在 1983年以後，民間社會不斷湧現社會運動，

挑戰國民黨政府的權威及其聯合體。

前面提過，國民黨政府在 1980年代的退縮正當化是期望透過與國

際和國內資本加強關係，創造景氣並提昇台灣的工業水平，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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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反對運動人士的鎮壓。但國民黨政府的企圖並未成功。因為台灣

的投資率從 1980年以後，不昇反降。在 1982年，台灣的投資率是 25.

2% '一直持續滑落到 1986年的 16 .3%。但國內的儲蓄率部都一直維

持在 30%上下，而在 1986年甚至高達 37. 5%。換言之，民間資本寧願

儲蓄也不願投資。@

台灣本地資本的“投資罷工" (investment strike)是國民黨政府

必須去面對與解決的。因為正如Block (1 977)說的，資本主義國家(cap

italist state)的統治者的利益(interest)是在統治 ， 而其統治的經濟與

政治基礎是來自一個健康的經濟環境。因此統治者必須想盡各種辦法

維持經濟景氣，以維持其利益。但對國民黨政府而言，除對經濟的依

賴外，它還有歷史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包袱。即以台灣的經濟發展來合

理化其統治，以及證明它優於共產中國，因此假如資本家不投資，後

者的正當性將會發生危機。

國民黨政府在80年代面臨的第二個正當性危機，是來自政府外部

的民間社會對其權威的挑戰。而其強度與頻率是臺灣社會前所未見

的。這種來自民間社會的挑戰主要來自原先的反對運動以及新興的社

會運動。

首先，黨外反對運動於1980以及 1981年的兩次選舉之後，再度

帽起，成為國民黨的一個組織化的競爭者。反對運動者在80年代的選

«P>1 980 年代初期 台 灣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的成因 ， 並非本文所能回答的 。 它可能同 時包含

了經濟政治及行政效率等的問題。劉進慶曾指出，民間資本的不投資，主妥的原因並

非來自經濟因素。因為，第一，國際景氣的低迷是發生在1979 到 1982年，而在 1983

年後則從低迷恢復，但台灣並未因此投資增加。第二，在投資風險上，由於圈內科技

產品的間發都是由政府部門投資，然後轉移產品至氏闕，因此氏問擔負開發新產品的

風險也相對減少。所以投資風險不應是投資意願低的原因。第三，在財力上，國民黨

政府給予民營企業相當特悉的條件，資金週轉亦不應是重妥問題。這些景氣、風盼、

與資金的經濟因素都不足以解釋資本家不願投資的原因，剩下的可能只有非經濟性的

政治因素一- fir資本家對筑行政治體制是否能維持政治社會秩序並不信任(1988: 1 01 

105) 。 但迋只是一種可能的解釋方式 ， 而不能排斥效率或行政可能導致的 問題 。 然而不

論如何，由於民間投資的不足，可能影響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這給國民黨政府帶來

很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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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的得票率，大致維持在 20"-'30%之間。換言之，即使國民黨政府在

1979 年大量逮捕了反對運動人士 ， 並以叛亂的罪名將一部份領導人送

入監獄，但社會仍有一部份人認為黨外的反對運動是應被支持的。即，

黨外運動已有一部份固定的選民與支持者，不會因政府的鎮壓而消

失。黨外運動在 80年代因此已成為一個政治的力量@。但這股力量均

是被排除於兢存的政治體制之外的。

一般而言， 1980 年代的反對運動與1970 年代末期的黨外運動一

樣，都是以台灣人的中產階級為首，以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為支持

者的政治運動。而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在 1980年代，大量的黨外雜誌

出現，吸收了一大批知識分子進入反對運動。這批人後來形成黨外運

動中一股新的勢力，主張要以理念、紀律，與社會的動員為吸引黨外

群眾的綱領，而要割捨傳統反對運動中公職掛帥的山頭主義(見陳忠

信， 1985) 01983 年之後，黨外運動出現了 ， “選舉一議會路線" ，與 “抗

爭一群眾運動"的分裂。後者積極佈署走上街頭，發動群眾運動，以

期透過體制外的社會政治運動的力量，來壓迫國民黨政府改革。這般

群眾運動的先鋒隊，成為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挑戰者。

其次，新興的社會運動，在 1983年以後大量出現，直接與間接的

挑戰國民黨政府的權威。根據一項統計，從 1983年到 1987年，總共

就發生了一千五百餘件人民集體行動的抗爭(朱雲漠， 1988) 而且根

據警政署的統計，光是在 1986年一年之內，就有一千二百餘件大小不

等的街頭抗議活動，總共動員了約 96305人次。

以反污染的自力救濟集體行動為例，蕭新煌(1988)指出，污染社區

之民眾通常都會先尋求公力救濟，而後發現官方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根據作者正式與非正式對黨外運動人士之訪談所得之資料，此二次選舉的得到支持，

伶予黨外人士的激勵是非常強的。一位受訪者指出，在 70年代以前，台灣社會歧視政

治犯以及其家屬。但在 80年代，透過了這兩次的選舉，讓黨外人士覺得成為政治犯的

家屬不再是羞恥，而是光榮。他說“這兩次選舉的結果已宣告國民黨的司法是不公正

的"。很多研究黨外運動的作品亦指出了此一現象(見李筱峰， 1987 ;若林正丈，

1988) 。

TAO 



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 103

之後，才尋求衝突程度較高的自力救濟手段。換言之，只有公權力的

管道不暢通時，自力救濟的手段才派上用場，假如蕭新煌的發現是正

確而且可以推及其他類似的集體行動的話，那麼 1983年以後大量自力

救濟與集體行動的出現，乃意味著公權力的喪失，或民原對國民黨政

府的不再信任。當時仍是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即認為這一現象是

“公權力的危機"，他指出:

政府在本質上就是公法人﹒.....老百姓也希望政府能有效的面對問

題，執行公務，可是今天，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推動工作，

以至於公權力不被信任，公信譽無法建立。(摘自《時報雜誌» '

1983 年 2 月 6 日 )

蕭新煌的研究同時指出，反污染自力救濟的組織化，開始是從以

地方為主，到後來互相學習，以致於有“跨地區性組織"出現，不但

整合地方性的力量，並透過一些組織提昇地方性的事務到全國性的反

污染事件(1988 : 1 45)。換言之，到了 1985年的鹿港杜邦事件以後，地方

與全國性的聯合抗爭已開始發生，而且反對運動人士也由此開始介入

這些地方性和本質上非政治性的抗爭。也就是說，反污染的自力救濟

集體行動，在 1985年之後與反對運動開始有些關聯，雖然運動的主體

仍然是在地方的本身(蕭新煌， 1988:146) 。 而這樣的一個結論基本上

仍可以推及台灣 80年代所發生的其他類型的集體行動上。

但不論如何，台灣社會在 80年代是十分不同於以前的情況。在以

前，民間社會不敢面對國家的權威，而 1983年之後，民間社會不再懼

怕國家的權威。在以前，隨意的集會遊行可能被監禁，在 80年代，雖

然這一可能性仍在，但社會不再駭怕。Gold(1 986)因此稱台灣的民間社

會已蘇醒了，台灣的學者則稱此現象為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危機"或

“公權力危機" (張忠棟， 1985) ;而以韋伯的話來說，台灣的社會開
始有自主的跡象，它已“解咒" (disenchanted) ， 已不再為國家全面宰

制了，而且還反過來挑戰其權威。

為了解決國內資本不投資的危機，國民黨政府於 1985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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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了一個臨時性的經濟改革委員會，對不合時宜的規章、制度，和

法規等予以全盤的檢查，希望透過制度上的改進建議，修改制度，吸

引投資提昇經濟發展水準。這一委員會包括重要政府官員、學者，以

及大資本家如王永慶、辜振甫等。

至於對黨外運動以及各類的社會運動，國民黨政府於 1986年 3

月，國民黨十三中全會之後，即已著手計劃各種改革。 4月，一個由

12 人組成的改革小組成立 ， 研商改革的可能性 。6 月 ， 這一小組提出

了六點改革建議，包括:一，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二，地方自治

法治化;三，制定國家安全法令;四，民間團體組織許可制度;五，

強化社會治安;六，黨務革新等六個議題，這六點實包括取消戒嚴，

允許其他政黨成立，國會改選等問題。這些方案的提出，意昧著國民

黨政府一方面要強化內部的組織，另方面要將社會衝突予以制度化和

法規化。換言之，它要將反對的力量吸納入政治體制之內，男方面要

強化各種法規制度，以維繫政治社會的秩序。因此，從另一角度而言，

黨外運動人士在 9月成立民主進步黨可能只是強化與加速了這一改革

的趨勢。或者，我們甚至可以大膽的假定，黨外運動成立民主進步黨

可能也是由於這些改革法案的提出，而加速步調的。

但不論如何，國民黨政府在 1986年 4月以後，即已著手要吸納社

會的不同聲音與利益到政治體系裡面了。換言之，與 1972年的台灣化

不同，那個時期的政治轉型是針對台灣的“才俊"，而這次是要吸納由

下而來的不同利益與聲音，要將衝突加以制度化。因為造成這次國民

黨正當化危機的，不只是原來其支持者，而且也包括了來自民間的社

會運動。因此，國民黨政府強化其正當性的作法，不只包括了資本家

(透過經濟改革委員會) ，而且也期吸納來自民間的權力進入體制。

7.兩次政治轉型的比較 : 反對運動的角色

當我們把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與 1986年的兩次轉型的歷史背景

拿來作一比較，最突出的不同因素是:前者的主要壓力來自外在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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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環境，而後者則來自政權本身以及社會的壓力。由於國民黨政府從

1950 年代以後 ， 長期依賴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及經濟上的支持 ， 以維持

其正當性，因此 1970年之後失去美國與國際的關係，使其必須強化與

台灣社會的關聯。但由於那時台灣社會並無白發的力量與強烈的民主

運動，國民黨政府因此能一步步的按照自己的設計以與台灣本土的政

經精英結合。由於缺乏民主運動的推力，國民黨政府的台灣化只是在

強化其正當性(透過與本土精英的結合) ，而缺乏民主化與自由化的傾

向。

從這角度而言，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政府政治自由化的一個不可或

缺的因素。它是由社會而來的對政治民主的要求，這使得國民黨政府

必須去面對。反對運動在 1977年以後不斷的給予國民黨競選上的壓

力，而且在 1980年代不斷的壓迫國民黨政府朝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轉

變。

但承認黨外運動之對國民黨政府自由化的貢獻，並不意謂黨外運

動是政治自由化的“唯一"因素。事實上，正如 1979年一樣，國民黨

政府仍緊緊的掌握了鎮壓機器的軍隊與警察，它仍可能在 1986年像高

雄事件般的鎮壓黨外反對者組黨。而黨外本身的動員能力與受社會支

持的程度，如表 6所示， 1977 年之後 ， 其得票率並未顯著增加。 因此 ，

它並不足以構成“導致"政治自由化的主要因素。黨外運動對國民黨

政府構成壓力，必須有其他因素互相配合才可能。

表 6 黨外在 1980 年代選舉的得票率

年度

得票率(%)

1980

27.9*

1981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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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其他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國民黨政府本身退縮正當

化的困境;男一則是民間社會的帽起，透過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挑

戰國民黨政府的權威。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因素拿來與 1979年時期的黨

外運動比較，以突顯其重要性。在 1979年，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社會

挑戰力量只有黨外運動而已;它既沒遭遇到正當化的困難，也沒受到

社會其他力量的挑戰。此外，在 1978年，國民黨政府創下了歷年來最

高的經濟成長紀錄的 13. 8%。在這情況下，社會並未有其他不滿的聲

音出現。國民黨政府因此可能認為鎮壓反對運動(如美麗島事件)是

會得到社會支持的。

但在 1986年的國民黨政府，則沒有 1979年時那樣的高高在上的

權威，它的權威已不被信任而發生危機，此又反過來更強化了黨外運

動以及各類型的社會運動。國民黨政府因此面對著來自民間社會的巨

大壓力。當國民黨政府權威虛化，而又有來自民間社會的壓力時，它

其實沒有太大的選擇空間。它當然仍有鎮壓來自社會之挑戰的實力，

但 1979年鎮壓黨外運動的例子顯示，鎮壓並不會使反對運動消失或瓦

解，而徒然的增加社會的不安，使社會與國家兩極化，嚇跑資本家，

且損害國際形象。相反的，適度的開放權力給社會，承認黨外組黨，

不只可以把反對運動的力量與民間社會的要求納入正式政治體系的運

作之中，還可進一步的深化政體的正當性到社會的角落。與鎮壓比起

來，這應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抉擇。以 Dahl( 1 976)的話來說，國民

黨政府已經明白它採取鎮壓手段的代價將比容忍大太多了。

很多學者，如周陽山與 Nathan (1988) ， 認為國民黨政府的轉

型，主要是由於蔣經國一手造成的。這種說法自有它一定程度的道理，

但卸十分簡化。因為假如要把 1972年與 1986年的兩次轉型都歸諸於

蔣氏一人的貢獻，那麼同樣的我們似乎也可以把 1979年國民黨政府對

黨外運動的鎮壓及其後績的退縮正當化都歸因於他。這樣，把歷史的

轉變化約為歷史人物的決定，忽略了結構因素對歷史人物的影響。本

文的兩個政治轉型的例子，再加上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一方面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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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點出了蔣經國雖然可能是國民黨政府在這段歷史期間使國民黨向內

及向下正當化的負責人;但男方面透過歷史的比較，本文正好也指出

他的“不重要性"一一一些結構的因素可能是更重要的使政治轉型的

原因。從這一角度而言，蔣經國所扮演的角色，有如鐵軌的轉轍器，

它把來自結構的擠壓力量疏導到一個繼續前進的方向，而不致使火車

脫軌翻覆。@

8.結論 : 國民黨政府向下正當化的可能問題

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在 1972年與 1986年會

出現政治轉型，而且一次是台灣化，男一次則是自由化?以及黨外運

動在政治轉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本文指出，由於 1950到 1970年，

國民黨政府強烈的依賴美國支持，因此一且在 1970年左右失去外在的

支持，它必須強化與社會的關係。這次的轉型是由外而內的尋求正當

化。而在 198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面對正當性的危機，以及來自民間

社會的挑戰，使得它要尋求向下的正當化，以期得到來自社會支持，

因此， 1986 年的政治轉型是由上而下的尋求正當化 。 透過了1972 與

1986 年兩次轉型的比較 ， 本文指出黨外運動是國民黨政府朝向自 由化

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構成原因。

從 1986年底開始，國民黨政府朝向自由化之路前進。但在它要往

下尋求正當化的歷史過程中，一些對立的結構性力量，正使它處於被

拉扯的情境。這些結構性的對立力量至少有下列幾個。第一，向下的

正當化意謂著國民黨政權要面對台灣的整個社會，它意謂著國民黨政

府開始必需反映台灣社會不同階層的民意，這使它的台灣化必須愈加

的深化。換言之，當國民黨政府愈來愈能反映臺灣本土的利益時，它

@此句引自韋伯對觀念(ideas)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的描述。此句全文如下:

“不是理念，而是物質與埋怨的利益，直接駕取人類的行動。然而經常的，那由理念

所創造的世界圖像(world images) ，正像鐵路的轉轍器，決定了利益所推動的行動所走

的軌道。" (Weber 1946: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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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獨立之傾向也將愈濃，而代表中國的意味也就愈淡。但國民黨

內部那些自稱代表中國的老民意代表、以及由於大中國意識形態的作

用使然的高級官吏，對這樣逐漸走向實質台獨的方向，在利益與意識

形態上都無法認可。這種代表臺灣利益與代表中國二者之間的拉扯，

可籠統的稱之為國民黨內部的“統獨之爭"。

第二，國民黨政府內部的“統獨之爭"影響到它與社會的統獨之

爭。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以及台灣其他社會運動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

加速向下的正當化，多照顧台灣社會的民主要求;另一方面國民黨政

府內部的保守力量又試圖抑制國民黨政府的台灣化過於快速發展 o這

一向下正當化的快與慢，正是國民黨內部與它和民進黨及社會之間的

拉扯。

第三，國民黨政府的向下正當化會遇到上層精英的抗拒。為了尋

求民間社會的支持，國民黨不能赤裸裸的只支持資本家，而不對來自

群眾運動對環保、工作環境等改善的要求予以回應。一旦支持這些來

自群眾的要求，資本家必須付出更大的成本改善設備和環境。而這會

使得資本家運用“投資罷工"的權利威脅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因

此也在向下正當化與資方罷工的結構性力量之間被撕扯!

國民黨政府正這樣被很多結構性的力量拉扯，且仍未能把這些不

同力量的衝突予以制度化。以 Gramsci的話來說，這是一個舊的權威

已然瓦解，而新的權威仍未建立的時期(Gramsci， 1973) 。 我們無法預

知臺灣的政治是否會繼續的民主化，因為結構性力量之間仍在拉扯;

而在未有新的平衡與制度化之前，往回走仍有其可能。在台灣的民間

社會的弱勢群體只在萌芽而未完全自主的歷史時刻，國民黨政府此時

期的向下正當化是要吸納這些可能在未來造成衝擊的力量;但一個更

民主的社會，去口不只是要由上而下的正當化，更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

自主與自覺，以造成由下而上的正當性。而這一可能性仍未出現在 80

年代的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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